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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死亡观视角下叙事遗嘱与生命传承的哲学探索

程丽楠， 吕会玲，杨培艺

摘要：在“叙事遗嘱 ” 旨在“积极死亡观 ”中为死亡准备工具，其作用是生命传承和情感联结的

重要载体，用来记录个体生活的经历及其对死亡的反思，并进一步思考如何诠释和传承生命。“积

极死亡观 ”的提出是以鼓励个人通过积极、理性的态度面对生命的终结，寻找重构个体生命的

意义和价值。本文将探讨“积极死亡观 ”视角下的“叙事遗嘱”，思考以“个体 ”为单位，应如何

诠释生命的意义以及如何传达这一话题。此外，“叙事遗嘱 ”作为涵养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未

来兼具着推动优逝社会环境形成， 以及完善个体自主面对死亡，如何实现社会责任平衡等实际

作用。通过探讨和思辨这一观点，也将促进全社会对生命质量和“生死 ”话题的开放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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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与“死 ””是生命客观存在的起始和终结 ，客观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 ，是探讨哲学话题中历久

弥新的命题 。生存论的死亡概念蕴含了两种可能性 ， 一种是逃避死亡 ，一种是直面死亡［1］，海

德格尔则将死亡提高到了生存意义的高度来认识 ， 认为死亡为生存提供了价值参照［2］。反观追溯

中国历史 ，以“生死 ”为话题的讨论中 ，生的关注远胜于对死的追问 ，面对死亡话题往往敬畏但回避，

近年来 ， 随着生命关怀理念的深入发展 ，对死亡问题的研究从强调对死亡的理解已上升到觉悟人生，

尝试讨论有限生命将如何获得无限的价值 。事实上 ，思考死亡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人对自身生存意义

的终极关怀问题［3］。在这一类理论中，“叙事遗嘱 ”作为积极死亡观视域下的一种特殊形式 ，逐渐成

为表达个体观点 、传递生命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叙事遗嘱 ”的核心内容是对死亡的积极准备以及采取

如何的应对方式 ，承载了对生命本质的独特理解 ， 同时也是对倡导“积极老龄化战略 ”需求的积极回

应［4］。在生命哲学理念倡导下，“叙事遗嘱 ”的内涵衍生和拓展逐渐彰显其对个体自身生命价值深刻

的认知与表达 ， 同时也逐步体现出了这一理论对个体价值观多元性的尊重［5］。

一、积极死亡观概述

（一）死亡哲学

“死亡哲学”（philosophy of death）作为一种深刻的思想传统 ，其核心在于通过死亡反思揭示生

命的意义与有限性 ，进而引导个体实现存在的觉醒［6］。从古典哲学到现代心理学 ，死亡沉思被普

遍视为一种转化性工具 ：在特定的意义上 ，柏拉图将哲学定义为练习死亡 。海德格尔更加深刻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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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 ，死亡是人作为存在的最本己可能性“此在生存实际上死着”，这些观点以沉沦的方式揭示了人

生在世的向死而生的本质 。卡尔 ·荣格则强调中年后直面死亡是心理发展的关键任务［7］，这些观

念在当代逐渐演化为“积极死亡观”（positive death attitude）， 即死亡认知不仅能缓解恐惧还可能激发

适应性成长。例如 ，斯克里夫纳等人研究表明 ，对死亡持有病态好奇心的个体在疫情等危机中表现出

更高的心理韧性［8］，能够同时容纳恐惧与探索的积极性 。这种二元性提示 ，死亡哲学的现代价值

在于将必然的终结转化为生活的动力机制 ，而非仅作为终极威胁存在［9］。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后世

人在对待死亡方面变得更加坦然［10］等 。此外 ，海德格尔在非二元论观点中谈及 ，死亡必然地在

生命中发挥积极作用 ，死亡绝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否定 ，是一个规避不谈的外部终点 ，而是一种结构

力量 ，它在本体论上塑造生命 ，并影响我们对生命的理解［11］ 。所以 ，死亡哲学之所以具有人生

观或价值观的意义 ，不仅在于只有具有死亡意识的人才有可能合理有效地筹划人生 ，更重要的还在于

死亡问题是同人生意义或价值紧密相关的问题［12］。

（二）积极死亡观起源和发展

“积极死亡观 ”源于 1912 年“美国死亡观”（death attitude） 的兴起 ，美国是研究死亡学最早

的国家之一 ，并在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 和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 等领域发展并兴起 ，这

一理论受到心理学 、伦理学和哲学多重观点的影响 ，逐步形成具备多重学科理论发展背景的理学观 。

在欧美社会 ，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是指导个体认识和对待死亡而进行的特殊教育 ， 旨在向个

体传递死亡相关的知识 ，树立科学的生死观 ，提升死亡事件的应对能力［13］。近年来 ， 随着安宁

疗护理念的发展和实践 ，促使我国生死教育的积极发展 ，死亡教育逐渐被大众所了解并接受［14］，

从传统的“重生忌死 ” 向“大众谈死 ”［14］，这些成效与积极死亡观理念不谋而合 。就“积极死

亡观 ” 中所强调的 ：正视死亡的必然性 、反思生命的意义 、将死亡视为自我完成的最后阶段等观

点 ，都赋予死亡以新的意义——完成生命完整性的建构和精神生命的超越［15］。

（三）积极死亡观的哲学基础

积极死亡观的哲学基础深受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 思想的影响 ，尤其是海德格尔和萨特的思

想 。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精髓可概括为“存在的超越性和选择的价值性 、死亡的自由性和生命的创造

性 ”［16］。

海德格尔哲学的重点不在于强调生命有限性 ，更重要的是强调“存在 ” 的本来面貌 ，避免陷入

“非本真的存在”，即避免陷入日常庸碌的生活 ，避免忘记存在本身即是朝向“死亡 ”或“不存在 ”

的 。所以在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影响下 ，个体在领会了存在的“本真 ”状态后不是“专注有价值的活

动”，关注某些活动本身就意味着再次遗忘存在的“本真 ”状态 ，从而意识到生命是有死的 ， 时刻

承担这一事实［17］，而死亡是此在这个结构中“整体的存在”，通过死亡的结构最终走向完整 。本

真的存在要求人们“ 向死而在 ”［83］，积极死亡观借鉴了这一思想 ，鼓励个体通过正视死亡来找

回对生命的掌控感 ，从而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 ，从而提醒个体更加专注于有价值的活动 ，实现生命

的自我超越。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强调“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就是主观性”，即人不需要外物来定义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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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而事实上人只有真实感知存在 ，才能掌握 、决定自身属性［19］。在萨特的观点中 ，死亡是

终极的个人事件 ，通过承认死亡 ，个体获得了选择自由存在的方式。“积极死亡 ”与这一观点在内

容上相呼应 ，都以提倡个体在临终时通过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表达生命的意义 ，进而控制个体的对存在

的感知。

此外 ，人本主义心理学尤其是马斯洛和罗杰斯的思想 ，也影响了积极死亡观 。在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理论中 ， 自我实现处于需求的最高层次 。积极死亡观借鉴了这一观点 ，提倡个体可以在临终前

通过自我反思 、叙述生命故事以及与他人的互动 ，实现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人生的完整性 。在人本

主义强调每个人的独特性和尊严时 ，积极死亡观通过支持个人在临终期的自主决定来体现个人价值 ，

其中，叙事遗嘱就是这一形式的典型的案例 ，其方式以个体通过主动选择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旅程并

看待死亡 ，总结个体的生命意义为手段 。所以人本主义的理念与积极死亡观的目标一致 ， 即通过尊

重个体的意愿和选择来赋予生命最终的尊严。

二、叙事遗嘱的定义与价值

（一）叙事遗嘱概念

“叙事遗嘱 ”是基于生命价值观导向 ， 以尊重个体意愿和需求为前提 ，通过叙事形式呈现个体

独特的生命故事 ，传达其对经历事件的整体体验 、意义解读及生命理解 ，并以符合个体期望的形式

保存和传承 ， 以超越空间和时间的人际互动方式促进人类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反思和成长［20］。

叙事遗嘱与尊严疗法虽在核心理念上均关注生命意义与价值 ，并借助叙事形式帮助个体梳理生命

历程 ，但二者在实践路径与主体角色上存在本质区别： 尊严疗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干预手段 ，强调

由专业引导者通过结构化访谈帮助晚期患者回顾生命、提取意义 ，具有明显的“他者引导 ”与“危机

应对 ”特征 ； 而叙事遗嘱则强调“ 自主为体、叙事为用 ”的文化逻辑 ，强调个体在非危机状态下

主动以叙事形式表达其生命价值观、保存意愿并实现代际传承 ，其过程更注重主体的自觉性与延续性 ，

效果上不仅着眼于临终心理安抚 ，更致力于通过生命叙事的书写与传递 ， 实现个体生命观的跨时空

对话与伦理身份的自主建构 ，从而形成一种具有预防性、发展性意义的生命实践方式。

（二）叙事遗嘱的价值

叙事遗嘱的价值在于帮助个体通过整理和讲述生命故事 ，反思过去的经历 ，并在面临死亡时找到

生活的意义 ，实现自我疗愈和提供精神安慰 ，帮助个体在面对死亡时感到平静和满足 。叙事遗嘱是

心理疗愈的过程 ，从共同体的身份认知 、情感同化和价值内化三方面有助于减轻个体对死亡的恐惧与

不安。

此外 ，叙事遗嘱的价值还体现在帮助家庭成员和医护人员更好地理解个体的生命经历和意愿 。通

过叙事遗嘱 ，患者的生命故事和愿望得到了清晰表达 ，有助于减少潜在的家庭冲突和医患之间的误

解 ，确保个体的自主决策权得到充分尊重 ，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理解 ，增强家庭的情感

纽带 。从而使个体将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传递给后代 ，促进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延续。

叙事遗嘱是个人故事的记载 ，甚至延伸到个体对社会的贡献 、认可和纪念 。在叙事遗嘱的发展

中 ，通过反复帮助个体生命练习和学习 ，或许这一理论的实践更将推动个体对死亡话题的正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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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事遗嘱与积极死亡观

叙事遗嘱是对“完整的人 ”的哲学关照 ，其核心价值也体现在在超越以生物学生命终结为焦点的

传统死亡观 ，建构一种以“生命叙事整体 ”为核心的积极死亡观 。在传统医疗模式中 ，死亡被视为

纯粹的生理失败 ，而积极死亡观的提出则主张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且富有意义的最终篇章 ，叙事遗嘱

正是这一观念的实践载体。

个体以叙事的形式主动整合其生命经历 、价值观与未来意愿 ，将不可回避的死亡终点转化为生命

回顾 、意义萃取与价值统合 。这一过程的本质上是将个体的生物性存在转化为叙事性存在 ，使人在

面对有限的生命时不再是客体的被动承受 ，而是主动塑造并赋予主体最终意义，“规避死亡 ”转向“整

合生命 ”达成生命的叙事完整性与伦理自主性。

在社会文化与临床照护层面 ，或许单纯的医疗技术干预早不足以应对终末期照护的复杂需求 。叙

事遗嘱的引入将改变个体对生命价值观的认知 ，从而将个体意愿 、生存空间与精神追求置于中心 ，

将医疗决策从一项技术判断转向兼具伦理实践的判断标准 。叙事遗嘱与积极死亡观的相辅相成使得积

极死亡观为叙事遗嘱提供了存在的空间 ，在强调生命的价值不因终点临近而衰减时肯定了生命意义或

将升华 ，从而以叙事遗嘱为手段 ，为个体积极面对临终提供了具体且可操作的实践办法 ， 同时也是

将哲学理念转化为指导临床实践、改善生命质量的现实办法。

三、积极死亡观视域下的叙事遗嘱

2016 年，“第一届中国当代死亡问题研讨会 ”在清华大学召开 ，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社会

长期存在的死亡研究不足 、死亡教育滞后及安宁疗护缺失等问题［21］，这一会议标志着国内学界开

始以跨学科视角重新审视死亡 。而叙事遗嘱（narrative will）作为积极死亡观的实践工具 ，逐渐进入讨

论范畴 。与海德格尔“ 向死而生 ”的哲学观相呼应 ，积极死亡观主张通过主动的死亡认知重构生命

意义，而叙事遗嘱正是这一理念的具象化——它拒绝以麻木 、消解或逃避的方式对待死亡 ，而是引导

个体以理性与创造性的态度直面终结 ，并在叙事中完成自我整合。

积极死亡观的理念倡导下 ，叙事遗嘱的核心功能在于促成死亡反思的积极转化 。传统社会常通过

医学化 、仪式化或娱乐化手段稀释死亡的严肃性 ，而叙事遗嘱则反其道而行 ，要求个体以第一人称

视角回溯生命历程 、梳理价值信念 ，并主动规划身后事务 。这一过程可以削弱死亡的陌生性与恐怖

性，将其转化为存在意义的显影剂 ，唯有直面死亡的“不可逾越性”，人才能本真地筹划自身［22］。

通过撰写人生叙事遗嘱 ，叙述人生关键选择 、事件发生的意义和体验 ，生命的反思和感悟等 ，既确

认了生命的有限性 ，也赋予其连贯性与目的性 ，从而实现对死亡的“祛魅”。尽管叙事遗嘱在积极死

亡观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仍有待提高 。因此 ，需要加强对叙事遗

嘱的宣传和教育 ，鼓励人们关注生命质量、积极面对死亡 ，并尝试撰写自己的叙事遗嘱。

（一）叙事遗嘱与死亡准备

无论是通过接受生死教育 、文学艺术的引导 ，还是重塑自身的身份认同 ，人们终其一生都在学

习如何缓解和释放对于死亡的焦虑和恐惧［23］。通过借鉴国外成熟模式 ，构建本土化的死亡教育模

式是当前亟需的研究热点［23］。在积极死亡观视角下 ，叙事遗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死亡准备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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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撰写叙事遗嘱 ，个体可以提前规划自己的终末期事务 ， 明确个人意愿与价值观等 ，从而使其个

体意愿与价值观在其生命结束时得到尊重与体现 。叙事遗嘱不仅仅是个人生命故事的叙述 ，它还帮助

个体在死亡到来之前以有意义的方式表达关爱与感激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和医护人员的决策压

力 ，减少了潜在的冲突 ，使得个体的离世过程更加平和、尊严与有序。

（二）叙事遗嘱与死亡认知

黑格尔创造性地提出了死亡的“二重奏 ”意义 ：其一 ，死亡既是“ 自然 ”的 ， 即死亡由自

然规律所必然推至 ，又是“ 自为 ” 的 ， 因为人可以为了伦理实体而死 ，进而充分实现生命的伦

理本性 ；其二 ，死亡既是“无尊严 ”的 ， 即死者只能屈服于外界力量的侵蚀与毁灭 ，又是“有尊

严 ”的 ， 因为家庭成员可以通过丧礼维护死者人之为“人 ”的最后尊严［24］。叙事遗嘱通过讲述

个人的生命故事与对死亡的看法 ，有助于个体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接受生命的终结 ，帮助个体重

新审视死亡的本质。正如黑格尔所提出的“死亡的二重奏 ”意义 ，叙事遗嘱让个体在面对死亡时可以

通过自己的生命故事表达尊严与价值 ，从而超越死亡的生物性毁灭。

（三）叙事遗嘱与死亡教育

积极死亡观强调通过教育提升个体对死亡的认知 ，而叙事遗嘱作为最有力的实践工具 ，为死亡教

育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途径 。通过撰写叙事遗嘱 ，帮助个体反思死亡的意义 ，并从中找到平衡时间 、

赋予生命意义的策略 。这种基于叙事的死亡准备过程能够帮助个体将死亡从恐惧中转化为生命意义的

动力 。同时 ，叙事遗嘱的撰写过程还推动了社会对死亡话题的开放讨论 ，促进了正向的死亡教育和

生命教育的发展。

四、叙事遗嘱与生命传承

（一）叙事遗嘱是生命传承的载体

生命传承不仅物理存在中 ，也通过其思想 、文化和价值观对他人和社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叙事

遗嘱正是这种精神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通向死亡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自由 ，这种

自由不是人们选择死亡方式 、死亡时间的自由 ，更不是免于死亡的自由 ，而是生存的更多可能性 。

无限的可能性贯通了生与死 ， 去存在即是向死 ， 向死也是去存在。“向死而在 ”也是向无限可能

性而在［25］，揭示了死亡与生命不可磨灭的内在联系。

在生物学上 ，生命传承通常被视为通过后代延续个体的基因 。但生命传承的真正意义远远超越了

这种物理性的延续 。虽然基因延续是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 ，但更重要的传承还包括精神和文化的内

容 ，这正是叙事遗嘱关注的焦点 。叙事遗嘱通过记录个体的生活经历 、对重大事件的反思和对人生

意义的理解 ，将其核心价值观传递给后代 。通过这一过程 ，个体的思想和信仰得以延续 ，影响家庭

成员乃至整个社区的价值体系 。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记 ，反映出个体所处社会的价值观 、道德观

和历史背景 。通过个体的叙述 ，家庭文化和社会传统得以延续 ，个体不仅传承了自身的生活经历 ，

也帮助维系了整个文化共同体的记忆与价值观。

（二）叙事遗嘱重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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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和东方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不同但互补的视角 ，来理解生命在死亡后的延续。

存在主义哲学 ，特别是萨特和海德格尔的思想 ，强调个体通过面对死亡来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死亡和有限性是存在的结构组成部分 ，打破了生与死相互排斥的观点［26］。存在主义看来 ，死亡是

个体生命最真实的体现 ，通过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 ，个体可以更加积极地赋予生活以意义。

东方哲学 ，特别是佛教和道教中的生死观 ，强调生命的循环性和无常性 。在佛教中 ，死亡被视

为生命轮回的一部分 ，个体通过不断的轮回经历生死 ，而生命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深化 。无常

观强调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 。道教也强调自然与生命的和谐统

一，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 ，而是生命旅程的一个自然阶段。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死亡的恐惧往往来自个体对意义的失落 。通过叙事遗嘱 ，个体能够在死亡

前重新构建生命意义 ，找到生命的内在价值 ，从而减少对死亡的不安与焦虑 。积极死亡观鼓励人们

通过正视死亡找到生命的积极意义 ，叙事遗嘱则成为这一过程的具体实践工具。

通过叙事遗嘱的方式 ，超越死亡 ，继续影响后代和社会 。无论是在存在主义中通过面对死亡找

到生命意义 ，还是在东方哲学中通过无常观延续精神财富 ，叙事遗嘱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

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精神得以在死亡后继续发光发热。

五、叙事遗嘱与生命传承面临的哲学挑战

随着社会对死亡和生命意义的重视不断加深 ，叙事遗嘱作为一种帮助个体总结生命 、传递价值观

和应对死亡的工具 ，预计将在未来继续获得广泛关注 。然而 ，叙事遗嘱在哲学 、文化和实践层

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需要通过多学科的讨论和反思来解决。

（一）文化差异与普适性的挑战

我国传统文化对死亡的普遍解释方法是轮回说以及“ 阴间说”（实际上这并非佛 、道教的观点，

此二者分别主张以涅槃和修道摆脱死亡 ，达至不死或超越死）， 在这种观点下占主导地位的死亡观是

消解死亡作为终结的意义 ，人的生命会以轮回或彼岸生命的形式延续 。因而深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

中老年人可能在面对“生命必有终结 ”的叙事时产生抗拒。

不同文化背景下 ，人们对死亡的态度 、生命价值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 。叙事遗嘱的应用和发展

需要在这种文化多样性中找到平衡 。在西方文化中 ，个体主义占主导地位 ，个人的生命故事 、价值

观和自由选择被高度尊重 。叙事遗嘱在这一背景下有助于个体在死亡前通过自我表达实现生命意义的

总结与传承 。与西方不同 ，东方文化 ，特别是儒家思想 ，强调家庭 、群体的和谐与共存 。在这样

的背景下 ，叙事遗嘱不仅仅关注个体 ，还需要考虑家庭 、社会的需求与和谐关系 。如何在这些文化

背景中平衡个体自由与集体需求 ，是叙事遗嘱在全球推广中的重要哲学挑战 。在未来 ，叙事遗嘱需

要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 ，寻求跨文化的通用性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叙事遗嘱的内容 、形式 、

价值观表达等都需要灵活调整 ， 以适应当地的文化特点。

（二）个体自主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叙事遗嘱作为一种个体生命总结的工具 ，其哲学基础之一是个体的自由选择 。然而 ，个体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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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 ，它对家庭 、社会都有深远影响 。因此 ，如何在尊重个体自主权的同时 ，

兼顾社会责任和家庭关系 ，是未来叙事遗嘱发展的另一大挑战 。个体在撰写叙事遗嘱时 ，可能会表

达与家庭期望不一致的内容 。例如 ，某些决策可能会给家属带来心理负担或情感冲突 。在这种情况

下 ，如何平衡个体意愿与家庭责任 ，使得叙事遗嘱既尊重个体自主权 ，又能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

理解与和解，是叙事遗嘱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 叙事遗嘱的内容不仅影响家庭 ，还可能影响社会 。个体

的价值观 、信仰和生活智慧通过叙事遗嘱传递给后人和社会时 ，如何确保这些价值能够被接受并产生

积极影响 ，也是未来的哲学挑战之一 。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社会中 ，个体遗嘱中的价值观与主流社会

的价值可能存在差异 ，如何处理这种价值冲突将是未来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三）技术与伦理的双重挑战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叙事遗嘱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化手段保存和传递 。这为叙事遗

嘱的传播与保存带来了新的机遇 ，但也提出了伦理和隐私保护的挑战 。随着叙事遗嘱的数字化 ，如

何确保遗嘱内容的隐私性和安全性成为重要议题 。数字平台在存储个人生命故事和隐私信息时 ，需要

确保这些信息不会被滥用或泄露 。此外 ，数字化叙事遗嘱的长期保存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 。技术的

进步可能改变人们对叙事遗嘱的看法 。通过人工智能生成或编辑的叙事遗嘱是否仍然能够体现个人真

实的生命故事和精神价值？ 技术的便利性是否会使叙事遗嘱的内涵变得形式化 、仪式化 ，从而丧失

其原本的深度和意义？ 这些都是未来需要深入探讨的伦理挑战。

六、结语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公众对生命品质追求的提升 ，叙事遗嘱在积极死亡视觉下的框架下具有深

远的哲学和实践价值 ，在促进个体心理建设 、加强家庭情感联系 、传承家族价值观及推动社会对死

亡话题的正向认知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未来 ， 随着对叙事遗嘱的研究和推广不断深入 ，叙事遗

嘱还将在医疗 、法律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成为生命传承和情感联结的重要载体 。通过普及叙事

遗嘱，更多人将能够正视生命的终点 ， 以尊严和意义完成生命的最后阶段 ，对优逝大环境形成的重

要意义。

然而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生命意义和价值观的理解存在差异 ，叙事遗嘱的应用需要更加个

性化和文化适应性的发展 。期待未来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撰写叙事遗嘱 ，传承自己的生命故事和核心价

值观 ，推动全社会对生命质量 、死亡话题的开放讨论和理念的革新 ，为临终照护实践的优化路径提

供理念参考。

声明：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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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f Narrative Will and Life Leg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Death Attitude

Cheng Linan ，Lü Huiling ，Yang Peiy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narrative will in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ansmission of individual life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positive death attitude.

The positive death attitude encourages facing the end of life with a proactive and rational mindset.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narrative w ill serves as a tool for death preparation, becoming a significant

vehicle for life legacy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It records an individual's life experiences,

reflections on death, and interpretations of life's meaning, thereby transmitting this meaning. It

helps individuals reconstruct their life's significance, discover intrinsic value, fosters broader societal

discussion on life quality and the topic of death,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good death. "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narrative will require in-depth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regarding cultural adaptability, balancing individual autonomy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ddressing technologic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Key words: Positive Death Attitude; Narrative Will; Death Preparation; Meaning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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